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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直隶的旗地圈补与地方
社会结构的变动

———以清代卫所变革为中心

邓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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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初在京畿地区大量圈占旗地， 清廷为补偿被圈民户推行拨补政策， 形成了大量的拨补地， 明

代卫所屯田是拨补地的主要来源之一。 拨补卫所屯田推动了清初京畿卫所的裁改过程， 但也引发了直隶地

区州县与卫所之间的土地纠纷。 由于拨补州县卫所与受补州县相隔较远， 业主在经管拨补地时往往采用

“一地两养” 方式， 这造成了清代直隶地区土地所有权结构与经营模式以及州县财政体制的变化。 同时， 建

基于明代卫所与清代八旗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权力结构、 人群构成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关键词］ 旗地圈补　 卫所屯田　 州卫纠纷　 一地两养　 社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４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 － ８５８７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００３２ － １６
􀤣􀤣􀤣􀤣􀤣􀤣􀤣􀤣􀤣􀤣􀤣􀤣􀤣􀤣􀤣􀤣􀤣􀤣􀤣􀤣􀤣􀤣􀤣􀤣􀤣􀤣􀤣􀤣􀤣􀤣􀤣􀤣􀤣􀤣􀤣􀤣􀤣􀤣􀤣􀤣􀤣􀤣􀤣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０５
［作者简介］ 邓庆平 （１９７８ － ）， 女，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教授， 北京 １０２２４９； ｄｄｑｑｐｐ７８＠ １６３􀆰 ｃｏｍ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 ２０１５ 年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 （１３ＪＨＱ０３１）、
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第五轮卓越学科领域计划项目 （ＡｏＥ ／ Ｈ⁃０１ ／ ０８） 资助项目。
①　 关于清代直隶地区拨补地问题的专论首推周藤吉之 《清初に于ける畿辅の拨补地に就いて》 一文， 收入

《清代东アジア史研究》， 日本学术振兴会， １９７２ 年， 第 ２７９—３１７ 页； 另外， 还有一些关于清代旗地的研究

论著也涉及这一问题， 如刘家驹： 《清朝初期的八旗圈地》， 文史哲出版社， １９７８ 年， 第 ４８—６８ 页； 李华：
《清初的圈地运动及旗地生产关系的转化》， 《文史》 第 ８ 辑，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 年， 第 ８７—８８ 页； 衣保中、
陈玉峰、 李帆： 《清代满洲土地制度研究》， 吉林文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第 ６７—７６ 页； 赵令志： 《清前期八

旗土地制度研究》，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第 １２０—１２３ 页； 王立群： 《民国时期清理河北旗地过程中拨补租

地初探》，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②　 郭松义： 《清朝政府对明军屯田的处置和屯地的民地化》， 《社会科学辑刊》 １９８６ 年第 ４ 期。
③　 毛亦可： 《清代卫所归并州县研究》，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５ 年， 第 １０９—１１０ 页。

本文所论之 “旗地圈补”， 是指清代在直隶地区由于圈占旗地而形成的拨补地问题。 学界在

讨论清代旗地的形成时， 大多会论及清朝初年直隶地区圈占旗地的过程， 并提到针对被圈民地实

行的拨补政策与由此形成的拨补地。①但是， 只有极少数学者注意到旗地圈补过程中涉及的清代

处置明代卫所屯田问题。 郭松义曾提及 “直隶因为圈地的缘故， 康熙年间也开始裁并 （裁卫并

屯）”， 但并未进一步展开论述。②毛亦可在周藤吉之的研究基础之上， 就被圈占、 拨补旗地所涉

及的卫所屯田所有制形态的改变进行了概述， 关注点在卫所屯田的私有化历程， 但并未讨论这一

过程引发的社会问题及地方社会的结构性调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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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明代卫所制度在清代仍延续了一段较长的时间， 军屯是卫所制度的重要内容， 其

在清代的演变是考察明代卫所制度在清代如何变革的关键问题之一。 一般认为， 清朝对明代卫所

屯田的处置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无漕运卫所， 大多采取撤卫并屯的方式， 即裁撤卫所，
将屯田赋役归并州县， 并调整屯田科则， 与州县民地则例一体起科征解； 另一类则是漕运卫所，
为确保漕运需要， 清代不仅将明代承担漕运任务的卫所保留下来， 屯田也 “隶卫如故”， 即所谓

的 “赡运屯田”， 这部分屯田大体按照计丁配田或以船派田的方式进行分配和管理。 学界对于以

上两类卫所屯田在清代的演变都做过相关研究， 既有宏观性的制度梳理，① 也不乏细致的区域性

个案研究。② 但笔者以为， 清代直隶地区大量无漕卫所的屯田， 是通过清初畿辅旗地的圈占和拨

补， 特别是以拨补地的形式， 完成其改革过程的， 这是清朝处理明代屯卫遗留问题的重要途径之

一， 与其他区域的清代卫所屯田改革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都不同， 而从前述周藤吉之等人的研究

来看，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有继续深入的必要。
赵世瑜在近年来的研究中， 曾以诸多个案指出应该用区域社会史的视角重新审视明清易代

史， 其中便以清初圈占和拨补旗地时的州卫纠纷为例， 证明其 “无明不清” 的研究立场， 提醒

研究者注意清初八旗圈地与明代历史的连续性及其复杂性， 这一视角极具启发性。③ 但其复杂性

究竟如何， 以及这一过程对清代直隶地区的土地制度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怎样的深刻影响， 还有进

一步讨论的空间。
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 试图将清代直隶地区的旗地圈补置于明清卫所制度变革的框架

内， 并对由此引发的州卫纠纷和地方社会的结构性调整等问题进行初步的讨论， 以此呈现清代卫

所变革的多样性、 复杂性与区域差异性。

一、 清初直隶的拨补地与卫所屯田

清军入关后， 为安置东来的满洲诸王、 勋臣和八旗兵丁， 从顺治元年开始， 清廷便陆续在京

畿圈占土地， “给予八旗下耕种”， 一直持续到康熙年间， 其间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动，
前辈学者对这一过程已有细致的研究， 笔者不再赘述。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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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义： 《清朝政府对明军屯田的处置和屯地的民地化》， 《社会科学辑刊》 １９８６ 年第 ４ 期； 顾诚： 《卫所制

度在清代的变革》，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１９８８ 年第 ２ 期； 星斌夫： 《明清时代交通史の研究》， 后篇 《清代

漕运制度の展开》 之二 《运粮卫所の质的变化》， 山川出版社， １９７１ 年， 第 ２６６—３００ 页； 王毓铨、 郭松义

等： 《中国屯垦史》 下册， 第五章 《归并旧明卫所 实行 “以屯济运”》， 农业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 第 ２７７—３０７
页； 李文治、 江太新： 《清代漕运》 （修订版）， 第七章 《运丁和屯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１６８—１９６ 页； 毛亦可： 《清代卫所归并州县研究》， 第三章 《屯田： 数额与所有制》， 第四章 《屯粮： 数额、
科则与支用》， 第 ８６—１６０ 页。
于志嘉： 《明清时代江西卫所军户的管理与军役纠纷》，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 ７２ 本第 ４ 分，
２００１ 年； 陈曦： 《清朝对明代云南卫所屯田的处置》，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 施剑： 《清前期贵州裁撤卫所后的屯田处置》，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谢湜： 《 “以屯

易民”： 明清南岭卫所军屯的演变与社会建构》， 《文史》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赵世瑜： 《 “不清不明” 与 “无明不清” ———明清易代的区域社会史解释》， 《学术月刊》 ２０１０ 年第 ７ 期。
多数学者据 《清世祖实录》 记载的有关圈地的谕令和顺治十年户部尚书噶达洪的题本中所说的 “头圈、 二

圈、 终圈” （ 《户部尚书噶达洪题交民耕种之退圈地应照垦田例三年后起科事本》， 顺治十年二月十七日， 故

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第 ４ 辑，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年， 第 ７９—８０ 页）， 认为清廷大规

模圈地共三次： 顺治元年、 顺治二至三年、 顺治三年底至四年初， 如刘家驹： 《清朝初期的八旗圈地》， 第

４９—５１ 页； 也有学者持顺治二至三年、 四至十年及康熙三至八年的三次说， 如左云鹏： 《论清代旗地的形

成、 演变及其性质》， 《历史研究》 １９６１ 年第 ５ 期； 还有学者将清初直隶的圈地分为顺治年间和康熙初年的

两次高潮， 如赵令志： 《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 第 １０６—１１３ 页。



按照清廷的最初设想， 圈地是以明代皇庄、 官庄及近京州县民人的无主荒田为主， 但为了杜

绝满汉杂处， 加之随着旗人的不断入关， 上述土地不够分配， 所以圈占的土地渐及有主民地， 并

最终成为旗地的主要来源。① 为了安抚京畿地区的被圈民户， 清政府于顺治二年推行拨补政策，
即 “凡民间房产有为满洲圈占， 兑换他处者， 俱视其田产美恶， 速行补给， 务令均平”。② 顺治

四年， 清政府再次下令 “被圈之民， 于满洲未圈州县内， 查屯卫等地拨补”， 明确指出拨补地以

屯卫之地为主。③ 在清代直隶州县的方志中， 也多有关于本地在清初经历旗地圈占和拨补的相关

记载， 方志编纂者大多直接将奉旨拨补之地称为 “军地” 或 “卫地”， 如庆都县 “其被圈之地，
拨附近军地补还”④； 永平府 “旧有拨补之地， 盖因停圈之后， 民地乃被旗圈， 奉旨以卫地拨补，
还其被圈之地， 如滦、 乐被圈， 或以抚宁、 临榆卫地还之之类是也”⑤； 定县 “诸卫屯田， 分隶

各县， 而定独多， 清代遂移为拨补之用”⑥。
对于拨补地的数额， 一些学者曾分别依据不同史料进行过统计， 但由于资料所限或研究的兴

趣点不同， 他们并未关注拨补地亩中卫所屯田的情况。⑦ 笔者对清代直隶各州县 《赋役全书》 中

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整理， 但囿于资料和篇幅所限， 无法对各被圈州县所获拨补地中涉及卫所屯田

的具体情况进行逐一说明， 只能选择拨补地中卫所屯田数额较多且记载较为详实的若干州县， 对

其进行初步统计， 列表如下：⑧
清初直隶部分州县拨补卫所屯田情况简表

被圈州县 拨补时间 拨补卫所 拨补地数 （单位： 顷） 总计 （单位： 顷）

顺天府文安县⑨

顺治四年 定州卫 ７２􀆰 ５
顺治四年 河间卫 １９０
顺治四年 大同卫 ２５３
顺治四年 沈阳卫 １０９􀆰 ５
顺治四年 真定卫 １９３
顺治四年 献县沈阳卫 ９６９􀆰 ８４
顺治四年 献县河间卫 ６５􀆰 ８８
顺治四年 天津卫 １３９􀆰 １９

１９９２􀆰 ９１

顺天府涿州􀃊􀁉􀁒

顺治三年 永清左卫 ５４５􀆰 ５４
顺治三年 涿鹿左卫 ６７５􀆰 ７
顺治三年 景陵卫 ７２􀆰 ６２
顺治四年 献县沈阳卫 ３７３􀆰 ４１
顺治四年 献县河间卫 ５２９􀆰 ３４
顺治四年 献县大同卫 ７８􀆰 ９６
顺治四年 献县新增屯田 ２０
顺治四年 天津左卫 ６９６􀆰 ２３

２９７１􀆰 ８

４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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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令志： 《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 第 １２０ 页。
《清世祖实录》 卷 １４， 顺治二年二月己未。
《清世祖实录》 卷 ３０， 顺治四年正月辛亥。
康熙 《庆都县志》 卷 ２ 《赋役志·田赋》。
光绪 《临榆县志》 卷 １５ 《赋役编·田赋》。
民国 《定县志》 卷 ５ 《政典志·赋役篇上·田赋表》。
周藤吉之： 《清初に于ける畿輔の拨补地に就いて》， 《清代东アジア史研究》， 第 ２８８—２９７ 页； 李华： 《清
初的圈地运动及旗地生产关系的转化》， 《文史》 第 ８ 辑， 第 ８８ 页； 衣保中等： 《清代满洲土地制度研究》，
第 ７２—７５ 页。
由于直隶各州县 《赋役全书》 中记载清初的屯田名色多样， 很难清晰辨别是否为卫所屯田， 且有些地区的

记载不详， 同时很多拨补地在顺治以后又经历了多次的退回或改卖， 因而， 笔者难以对清代直隶拨补地中

的卫所屯田总数做出统计。
康熙 《顺天府霸州文安县赋役全书》，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辑： 《明清赋役全书》 第 １ 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第 ４４ 册， 第 ３９４—４０９ 页。
康熙 《顺天府涿州赋役全书》， 《明清赋役全书》 第 １ 编， 第 ４５ 册， 第 １９—２９ 页。



被圈州县 拨补时间 拨补卫所 拨补地数 （单位： 顷） 总计 （单位： 顷）

顺天府良乡县①

顺治四年 定州卫 １９５􀆰 １４
顺治四年 定州草场籽粒地 １５０􀆰 ７
顺治四年 定州忠顺营 ３１２􀆰 ６７
顺治四年 定州腾骧卫 ２２４􀆰 ６５
顺治四年 定州武功卫 １７􀆰 ５０
顺治四年 定州神武卫 ３２２􀆰 ０９

１２２２􀆰 ７５

顺天府香河县②
顺治四年 延庆卫 ８９７􀆰 ０６
顺治四年 怀来卫 ２１３􀆰 ６０
顺治四年 保安卫 １９５􀆰 ２１
顺治四年 永宁卫 ４􀆰 ２

１３１０􀆰 ０７

顺天府昌平州③ 顺治四年 保安卫各所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顺天府通州④
顺治四年 宣府前卫 ８５２􀆰 １８
顺治四年 宣府左卫 ４２５􀆰 ９２
顺治四年 宣府右卫 ５７５􀆰 １５
顺治四年 宣府深井堡 ３５１􀆰 ７５

２２０５

顺天府遵化县⑤

顺治三年 遵化卫 ３７０􀆰 ８１
顺治三年 东胜卫 １００８
顺治三年 忠义卫 ３４０􀆰 ６４
顺治三年 宽河所 ７３􀆰 ６４
顺治四年 兴州卫 ８７６􀆰 ５４
顺治四年 忠义卫 １１６􀆰 ８２
顺治四年 三屯营 １４􀆰 ６７

２８０１􀆰 １２

顺天府平谷县⑥ 顺治四年 延庆卫、 永宁卫、 保安卫、 美峪所 ４０６􀆰 ２８ ４０６􀆰 ２８

永平府滦州⑦

顺治三年 永平卫 ５８４􀆰 １１
顺治三年 卢龙卫 ９９９􀆰 ９
顺治三年 东胜左卫 ４７５􀆰 ６７
顺治三年 开平卫 ４６２􀆰 ７
顺治四年 抚宁卫 ９２７􀆰 １８
顺治四年 山海卫 １５８５􀆰 ７１
顺治四年 永平、 东胜两卫草场下地 ２５􀆰 ６０

５０６０􀆰 ８７

保定府清苑县⑧ 顺治四年 真定卫 １９７７􀆰 １８ １９７７􀆰 １８
保定府唐县⑨ 顺治四年 真定卫 ７７３􀆰 ２９ ７７３􀆰 ２９

河间府河间县􀃊􀁉􀁒

顺治四年 博野县屯卫 ３３７􀆰 ４０
顺治四年 饶阳县神武卫 ３３􀆰 ８６
顺治四年 安平县定州卫 ２９０􀆰 ０１
顺治四年 安平县神武卫 ４５􀆰 ９２
顺治四年 安平县河间卫 ２４９􀆰 ６８
顺治十年

博野县屯卫、 安平县河间卫、
饶阳县神武卫

４５􀆰 ７３
顺治十七年 博野县屯卫 １９􀆰 ７２

１０２２􀆰 ３２

５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康熙 《顺天府良乡县赋役全书》， 《明清赋役全书》 第 １ 编， 第 ４５ 册， 第 ２８７—２９１ 页。
康熙 《顺天府香河县赋役全书》， 《明清赋役全书》 第 １ 编， 第 ４６ 册， 第 １２—１３ 页。
康熙 《顺天府昌平州赋役全书》， 《明清赋役全书》 第 １ 编， 第 ４６ 册， 第 ４３０ 页。
康熙 《顺天府通州赋役全书》， 《明清赋役全书》 第 １ 编， 第 ４７ 册， 第 ４４１ 页。
康熙 《顺天府蓟州遵化县赋役全书》， 《明清赋役全书》 第 １ 编， 第 ４９ 册， 第 １４—１５ 页。
康熙 《顺天府蓟州平谷县赋役全书》， 《明清赋役全书》 第 １ 编， 第 ４７ 册， 第 ２７３ 页。
顺治 《滦州赋役全书》， 《明清赋役全书》 第 １ 编， 第 ５０ 册， 第 ５０９—５２８ 页。
乾隆 《直隶保定府清苑县赋役全书》， 《明清赋役全书》 第 １ 编， 第 １４ 册， 第 ３９６—３９７ 页。
乾隆 《直隶保定府唐县赋役全书》， 《明清赋役全书》 第 １ 编， 第 １６ 册， 第 ６ 页。
顺治 《河间县赋役全书》， 《明清赋役全书》 第 １ 编， 第 ５１ 册， 第 ４７—５０ 页。



周藤吉之曾利用 《直隶通省赋役全书》 及方志资料， 对顺治、 康熙年间直隶地区各被圈州

县所获拨补地亩的总数做过统计， 如果以笔者上述表格中拨补卫所屯田的数据与周藤吉之统计的

总数进行对比， 则可以大致了解卫所屯田在拨补地中占有的比重。 下面就以拨补地数额最多的顺

治四年为例， 列表说明之：
顺治四年直隶部分州县拨补地亩中卫所屯田占比情况简表

被圈州县
所获拨补地总数①

（单位： 顷）
拨补卫所屯田数额

（单位： 顷）
卫所屯田在拨补地亩中

的占比

顺天府文安县 １９９２􀆰 ９１ １９９２􀆰 ９１ １００％
顺天府涿州 ２５７２􀆰 ５４ １６９７􀆰 ９４ ６６％
顺天府良乡县 １７２８􀆰 ９４ １２２２􀆰 ７５ ７０􀆰 ７％
顺天府香河县 １３１０􀆰 ０７ １３１０􀆰 ０７ １００％
顺天府昌平州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１００％
顺天府通州 ２２０５ ２２０５ １００％
顺天府遵化县② １０５２􀆰 ４２ （１７８６􀆰 ８９） １００８􀆰 ０３ ９５􀆰 ８％
顺天府平谷县 ４０６􀆰 ２８ ４０６􀆰 ２８ １００％
永平府滦州 ２５４７􀆰 ９８ ２５３８􀆰 ４９ ９９􀆰 ６％
保定府清苑县 ２８２２􀆰 １２ １９７７􀆰 １８ ７０􀆰 １％
保定府唐县 ７７３􀆰 ２９ ７７３􀆰 ２９ １００％
河间府河间县 １２５９􀆰 ９９ ９５６􀆰 ８７ ７５􀆰 ９％

从以上统计数据可见， 卫所屯田在拨补地中的确占有很高的比重， 顺天府的文安县、 香河

县、 昌平州、 通州、 遵化县、 平谷县以及永平府的滦州、 保定府的唐县， 在顺治四年获得的拨补

地几乎全部为卫所屯田。 那么， 清初尤其是顺治年间以卫所屯田为主的拨补政策， 对于这一时期

直隶地区的卫所裁改过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学者在论及清代卫所制度时， 大多将顺治三年十月朝廷批准的兵部上奏视为清代关于卫所改

制最早的全国性政令， 认为其体现了清代卫所的 “民化” 或 “去军事化” 过程。③ 这一政令的

内容是在不裁撤卫所的前提下， 变革卫所武官的官制和卫军的户籍： “每卫设掌印官一员， 兼理

屯事， 改为卫守备。 千户改为卫千总， 每所设一员， 俱由部推。 百户改为卫百总， 每所设一员，
由督抚选委……卫军改为屯丁。”④ 如果以此作为清代卫所大规模改制的起点， 那么顺治三、 四

年间清廷以大量卫所屯田作为直隶地区拨补地来源的做法， 是否是朝廷为裁并卫所而有意识施行

的举措？ 就笔者所见， 目前尚无明确史料可以证明， 但在顺治四年卫所屯田被大量拨补以后， 直

隶地区的卫所很快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归并： 顺治七年， 保安右卫、 延庆右卫归并怀来卫； 延庆左

卫、 永宁后所、 四海冶所归并永宁卫。⑤ 顺治九年， 则有更多的卫所进行了裁撤和归并：
裁直隶镇朔卫、 营州卫归并蓟州卫； 东胜右卫、 宽河所归并遵化卫； 涿鹿左卫、 中卫、

兴州中屯卫归并涿鹿卫； 抚宁卫归并山海卫； 卢龙卫、 东胜左卫、 兴州右卫归并永平卫； 密

云后卫归并密云中卫； 营州后卫归并兴州后屯卫； 通州右卫、 神武中卫、 定边卫归并通州左

卫； 天津左卫、 右卫归并天津卫； 神武右卫、 倒马、 平定二所、 唐山屯卫归并真定卫； 保定

６３

①

②

③

④
⑤

该数据来源于周藤吉之的统计， 见 《清初に于ける畿輔の拨补地に就いて》， 《清代东アジア史研究》， 第

２９１—２９４ 页。
据康熙 《顺天府蓟州遵化县赋役全书》， 顺治四年拨补遵化县 “迁安县太仓民社、 民壮、 勋戚、 山场荒熟等

地” ７７８􀆰 １６ 顷， 其中抛荒免粮未认领地共 ７３４􀆰 ４７ 顷， 周藤吉之的统计数据是含抛荒地在内的， 若将之扣

除， 则遵化县顺治四年获拨补地亩数应为 １０５２􀆰 ４２ 顷。
顾诚： 《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 第 １５ 页； 张金奎： 《明代卫所军户研究》， 线装书局， ２００７ 年， 第 ４０４—
４０５ 页； 毛亦可： 《清代卫所归并州县研究》， 第 ２９ 页。
《清世祖实录》 卷 ２８， 顺治三年十月乙未。
《清世祖实录》 卷 ５０， 顺治七年九月己未。



中卫归并保定左卫； 保定前卫、 后卫归并保定右卫； 裁营州左屯卫、 渤海守御所、 白洋口后

所、 镇罗关所、 顺德守御所。①
其中， 很多卫所就是因为屯田被大量圈占或拨补， 才很快完成了归并的过程。 如天津、 天津

左、 天津右三卫原辖地 ９２０２ 顷 ４３ 亩零， 因为圈地、 拨补等原因三卫辖地仅剩下 ２０００ 余顷， 于

是在顺治九年合并为天津卫。② 山海卫屯地 “于顺治四年尽数拨补滦州”③， 抚宁卫 “以卫地多

拨补滦州”， 故 “省抚宁卫入山海卫”④。 因而， 可以说， 清初直隶地区圈占和拨补卫所屯田的

做法， 其初衷可能在于安置满洲和补偿被圈民户， 但在实际效果上却推动了这一地区的卫所改制

进程。

二、 拨补不易与州卫纠纷

众所周知， 明代军屯不仅分布零散， 与民地形成复杂的犬牙交错格局， 屯田管理和子粒征收

也呈现出极大的区域性差异， 加之军屯制度发展到明中后期早已败坏不堪， 出现了屯田私有化和

“民田化” 的倾向， 屯田被大量占种、 侵夺、 转佃、 民佃、 典卖， 军民因此连年构讼。⑤ 换言之，
明代卫所军屯的产权与经营方式都呈现相当大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初。 因

此， 清廷通过拨补屯田补偿被圈民户之举， 涉及直隶地区卫所屯田的产权变更和经营方式的变

化， 这个过程势必问题重重， 纠葛不休。
在拨补屯田时， 被圈和拨补州县卫所面临的首要难题， 是由于官员敷衍行事以及屯田分布零

散、 册籍登记混乱， 导致了拨补地亩的丈量困难。 奉旨获得拨补地土之初， 被圈州县的地方官往

往派里书和受补业主前往拨补州县卫所丈量、 勘验拨补地亩。 如武清县顺治二年被圈占近城田土

２２７４􀆰 １６ 顷， 于顺治四年 “将德州正、 左二卫四十八屯， 及抛荒之民地补还民人”， “随经知县肖

芳巩钦差里书尚文举、 张宠、 王桂芳、 李继茂带同各业主赴卫查认， 文卷册籍， 两处俱存”⑥。
但是， 丈量、 勘验屯田似乎并非易事。 康熙初年， 镶黄、 正白两旗在调换旗地时， 专管此事的户

部尚书苏纳海就曾声称 “屯地难于丈量， 镶黄旗章京不肯受地”⑦， 并以此反对换地之举。 如果

说苏纳海本人是反对两旗调换旗地的代表人物， 此说可能有夸大之嫌， 那么真定卫屯田拨补庆都

县的个案则更能证明屯田拨补在实际操作中的艰难：
国朝鼎革之初， 圈占民间地土以畀从龙之众， 诚为敦本固圉之至计也。 其被圈之地， 拨

附近军地补还。 无如奉行者草率从事， 止提簿上之地， 希完拨补之局， 遂使良法美意不获实

及。 是被占者不毙于圈占， 而毙于拨补也。 即如庆邑所拨真定卫地， 并不知坐落何处， 其簿

上四至， 竟有以鸡犬、 驴羊、 春分、 秋水种种不堪字样填写塞责， 地既难于认种， 不得不照

簿议租， 取归本县纳粮。 讵料议租之后， 竟有五、 七年不得分文者， 赔粮不已， 于康熙十三

年将地割退伊卫。 但地虽归卫， 而仓口未更， 此项钱粮完欠考成， 仍累庆邑官民。⑧
由此可见， 负责拨补之事的官员草率行事， 对于拨补的屯田并不认真核查其坐落， 登记册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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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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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祖实录》 卷 ６５， 顺治九年六月丁未。
康熙 《天津卫志》 卷 ２ 《赋役》， 另可参见顾诚： 《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 第 ２１ 页。
光绪 《临榆县志》 卷 １５ 《赋役编·田赋》。
乾隆 《临榆县志》 卷 １ 《沿革》。 按： 顺治年间抚宁卫归并山海卫， 后于乾隆二年， 再割抚宁县东境， 置临

榆县。 故明至清初山海卫、 抚宁卫的相关史实多记载于清代 《临榆县志》 中。
王毓铨： 《明代的军屯》 下编，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９ 年， 第 ３０４—３６９ 页； 于志嘉： 《从 〈 辞〉 看明末直豫晋

交界地区的卫所军户与军民词讼》，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 ７５ 本第 ４ 分， ２００４ 年。
乾隆 《武清县志》 卷 ２ 《拨补》。
《清圣祖实录》 卷 ２０， 康熙五年十二月庚申。
康熙 《庆都县志》 卷 ２ 《赋役志·田赋》。



也是记载不详， 所以， 拨补屯田很难进行有效的丈量， 导致业主无法实际认种拨补地亩， 只能讨

要地租， 再回本县完纳赋税， 但却多年取租不成， 徒受赔粮之累。
除了丈量不清， 拨补卫所的极力阻挠也是屯田拨补的主要障碍。 顺治初年， 滦州民地被大量

圈占， 后奉旨将抚宁、 山海两卫的屯田拨补滦州民户， 州、 卫围绕拨补屯田的数额和归属， 各执

一端， 互相争诘， 构讼经年。 此次事件的始末在顺治年间户部尚书车克的题本中被完整记录下

来， 极为详细， 实属难得， 为我们了解清初屯田拨补过程中的州、 卫关系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个

案。① 以下是该事件的大致经过。
顺治八年， 有抚宁、 山海卫人林苍育上告， 呈诉滦州被圈占土地 ４２００ 顷， 奉旨以永平、 卢

龙、 东胜、 开平四卫及卢龙、 抚宁二县土地拨补， 相比圈地亩数而言， 拨补地多出了数千顷， 其

中还有抚宁、 山海两卫屯田。 按照林苍育的说法， 据户部档册记录， 拨补给滦州的土地本无抚、
山二卫之地， 但在顺治四年却被 “滦奸李存心等假旨概行私夺”， 不仅 “侵渔国课， 不输上供”，
还向抚、 山二卫的田主 “追征租粮， 私吞鲸腹”。 因此， 林苍育等人自顺治四年至七年连年兴

讼， 经户部查明后， 审断 “将有主地土断归两卫”， 只将两卫 “无主荒地” ６００ 多顷 “断给州

民”。 本来已经把问题解决清楚， 但到顺治八年却有一些所谓的滦州 “神奸” “倚仗投充”， 贿买

了几位满洲人， “假充大人， 纠旗下叁百余人， 蜂拥到卫， 吊拷乡民， 殴打印官”， 硬将断结之

地夺回， 并 “以壹亩折要肆亩”。 林苍育等人于顺治八年七月间告御状， “敕下户部” 重审。 未

料滦人贿赂书办 “抟捖审官”， “将已断两卫之地土， 翻然改断于滦民”。 林苍育等人于十月间再

次叩阍， 痛陈 “何得以州民而夺卫土， 假投充而侵国课”， 请求夺回卫地。
顺治八年十月， 被告滦州人李存心反诉抚、 山两卫的 “污弁奸民” “抗悖霸地”。 据李等人

声称， 滦州民地陆续被圈占 １２０００ 余顷， “奉旨俱以卫地补偿”， 并奉旨 “查山海、 抚宁两卫官

地， 无论荒熟有主无主尽数拨给”， 即使这样， 拨补之数仍 “不足偿所圈之数”。 卫地既已拨补

给滦州， 当然就是 “滦产”， 而两卫官 “虑地土被拨， 贪腹失其鱼肉”， 于是就挑唆 “明卫勋林

苍育” 等， 令 “阖卫粮头捱名逐户按粮计地”， 凑够了 ３４００ 两 “使用银”， 林苍育等人携此活动

经费， “虚词渎奏”， 欲将山、 抚两卫及抚宁县 “无主无名久远荒地” ９５０ 顷 “换回熟地”。 当然

抚、 山二卫人并不服气， 林苍育回应称这是 “投充变诈百出， 部文反覆无定”， 认为这些本来属

于卫所的土地被滦人带地投充， 甚至因牵涉旗地， 部里的审案官员也多方推诿， 处处阻挠， 因而

恳请把案子发给三法司去审理。 针对林苍育的诘问 “满洲圈地壹亩， 仍作壹亩， 如何滦州收补

卫地肆亩折算壹亩”， 滦人只能辩称 “滦州地土原有上中下之分， 今拨补地亩只凭公断”， 言辞

颇为含糊。
最终， 经户部尚书车克再三研审， 认定此案 “其端起于拨补地土， 其衅则皆卫棍林苍育所

构也”。 经查， 滦州经过顺治三年、 四年的两次圈地， 前次圈占约 ８３７０ 余顷， 后次圈占 ４２００ 余

顷， 总额与滦州人所称一致。 在顺治四年的圈占后， 奉旨将山海卫屯田 １５８５ 顷、 抚宁卫屯田

９２５ 顷拨补滦州， 滦民将其中的 ８００ 余顷投充两黄旗。 而林苍育妄图 “夺地还卫”， 于是妄称滦

州只圈 ４２００ 余顷， 拨补地数逾额。 而户部顺治七年将拨补地土归还两卫的误断乃是因为主审官

“止看肆年圈地档子， 失看叁年圈地档子” 所致。 因此， 断定两卫的屯田应归滦民， 并认定林苍

育上告滦民贿买旗人、 拷民殴官等情， 乃是 “诬两黄旗下催租齐、 刘、 卢叁拨什库”， 是 “节节

虚诳”， 遵照律例， 将林苍育发关外为民。
从 《滦州赋役全书》 和方志中的记载可知， 户部的最终审断付诸了实施， 两卫屯田确实如

数拨补给了滦州。 假设我们相信户部最终审定结果为事实真相， 那么两卫千方百计、 甚至不惜

“捏词虚诳” 以求夺回卫地的缘由， 似乎并不难理解。 考察此次土地争讦始末， 除是否补足圈占

８３
① 《户部尚书车克题直隶永平为圈补土地与滦州涉诉事本》， 顺治十年四月初二日，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第 ４

辑， 第 ９４—１００ 页。



之数外， 抚、 山两卫拨补屯田之 “有主无主” 也是争议的焦点， 双方各执一词： 卫民认为拨补

屯田涉及到了 “有主土地”， 岂可 “州民而夺卫土”； 而滦民则认为朝廷下令拨补之时是 “无论

荒熟有主无主尽数拨给”。 问题的根结所在， 恐怕正是在于屯田是否 “有主” 的认定上。 顺治年

间， 朝廷下令以屯田拨补被圈州县， 指明为 “无主屯地”， 所谓 “凡裁革卫所及入官一应地土”，
方令拨补， 重在屯田的 “无主” 和 “官田” 特性， 其原意应在杜绝争端。① 但明代军屯的转佃

和民佃现象早在明中叶以来就极为严重， 不仅屯军可以将其份地转佃与人耕种， 坐收私租， 甚至

官府也会将逃亡屯军遗下、 抛荒以及屯军因各种原因不能耕种的屯田， 召民承佃， 办纳屯田子

粒。 因此， 名义上是官田的卫所屯田早就出现了私有化的倾向， 所谓的 “无主”， 只是作为分地

所有者的名义上的 “祖军” 早就物是人非， 而屯田的实际耕种者承佃已久， 已将屯田视同己

业。② 因而， 军屯所有权和经营权长期分离、 产权难于界定的现象早已存在经年， 这种状况延续

至清初， 屯田拨补中的难题也就不可避免。 乾隆年间的永平府知府在处理本府拨补地事宜出具的

告示中， 论及清初拨补地的缘由， 曾指出拨补举措施行不易的症结， 全在 “卫地典卖任民， 已

成世业”③， 可谓一语中的。
在清初直隶地区拨补卫所屯田的过程中， 类似抚、 山二卫与滦州之间围绕拨补地亩的争端和

拉锯， 应该不是个例。 如顺天府东安县 “圈去地亩原补德州卫五所屯地， 照数令民兑认……卫

地不拨县民， 并无兑认， 无凭开报”④。 清代直隶地区的一些族谱中也保留了此类纠纷的记载。
如直隶易州的陈氏宗族， 在清初时就曾被圈占土地， 后获得万全都司蔚州卫的屯田作为拨补地，
而后经营三十余年， 期间屡遭讼端， 历尽各种艰辛， 实属不易：

国朝定鼎于京师， 畿辅腴膏圈给从龙将士， 前之负郭田园所余无几……幸世祖悯念被圈

孑遗， 于顺治九年拨补宣镇即今宣化府蔚州卫即今蔚县军地十余顷， 自是微有起色， 经营三

十余年……其中迭遭丧变讼端， 历尽困厄险阻， 难以备述。⑤
从上述各例可知， 清初以卫所屯田拨补直隶各被圈州县的举措引发了诸多纠纷， 而从结果来

看， 来自诸如真定、 抚宁、 山海、 蔚州等卫所的阻力， 似乎并未阻遏这一进程的推动。 但接下来

的问题是， 拿到了拨补屯田的受补业主们， 真的就可以顺利获得补偿吗？ 换言之， 既然有这样的

争端在先， 受补业主与原田主或原佃户又将如何在后续的土地经营实践中协商共处呢？

三、 “一地两养” 与拨补地的经营方式

在拨补政策推行之初， 按照制度规定， 拨补地一旦划归受补业主， 田赋将由新业主在受补州

县承纳， 但由于受补州县与拨补地所在州县卫所往往相隔较远， 所以管业很是不易。 从现有史料

来看， 受补业主经营拨补地的方式一般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 由于经管困难， 受补业主最终将拨补地亩退归拨补州县卫所， 或者由拨补州县卫所

的原田主买回， 相应的田赋也就改归拨补州县卫所征解。
顺治十年五月， 户部曾下令 “拨补地亩听从民便， 情愿退随过彼处纳粮， 本县钱粮即行开

除”⑥。 此后， 顺、 康两朝， 大量拨补地便以 “退随” “退回” “买回” 等方式被改归拨补州县卫

所， 这在直隶各州县的 《赋役全书》 中有很多记载， 如保定府清苑县在顺治四年获得真定卫屯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袁懋德： 《请严逋抗以除民累疏》， 载 《皇清奏议》 卷 １３， 《续修四库全书》 第 ４７３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第 １３３ 页。
参见王毓铨： 《明代的军屯》 下编， 第 ３０４—３６９ 页。
光绪 《临榆县志》 卷 １５ 《赋役编·田赋》。
康熙 《顺天府东安县赋役全书》， 《明清赋役全书》 第 １ 编， 第 ４５ 册， 第 ６４４ 页。
《易州陈氏宗谱·重修宗谱旧叙》， 清嘉庆刻本， 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康熙 《顺天府固安县赋役全书》， 《明清赋役全书》 第 １ 编， 第 ４５ 册， 第 ３８９—３９０ 页。



田 １９７７􀆰 １８ 顷， 就于康熙四十一年八月由真定县全部买回。① 由于此种方式中的拨补地已被退回

或改买， 田赋也改归原州县卫所征解， 受补业主与受补州县对于这些已退回的拨补地， 再无管

业、 经营和缴纳田赋等问题， 换言之， 一旦被退回或改买， 这类土地就不再是拨补地了。 因此，
拨补地亩的经营方式， 实际上只有其余两种：

第二种， 受补业主举家迁居拨补州县卫所， 自耕纳粮， 如 “涿州受补景、 献、 津等处地亩，
向缘地棍负隅霸掯， 涿民系移居就业， 自种完粮”②。

第三种， 仍由拨补州县卫所的原田主或原佃户耕种拨补地亩， 受补业主讨取地租， 再在受补

州县完纳田赋。 此种经营方式在直隶各受补州县极为普遍， 如怀柔县民地 “被圈， 士民失业，
幸邀拨补、 兑补， 得以少偿。 然所拨之地， 距怀甚远， 民既不能赴地耕种， 势必召佃取租， 以完

本邑之赋”③； 又如良乡县 “邑中田地圈给京旗， 存剩者十不及一， 余皆受补定州。 定去邑数百

里， 良民无力就耕， 部议令定民佃种， 输租于良”④； 再如密云县 “顺治四年又奉部文拨补邻境

口西、 延庆、 保安卫屯地， 补本县民地五百三十二顷……地方隔属， 难以管业， 其地仍系彼处原

主耕种， 密邑士民仅止讨租以办国课”⑤。
正如康熙二十八年直隶巡抚于成龙在其所题关于保定府拨补地亩的题本中所说： “直隶永、

保、 河等属民地圈给旗下， 将别州县卫额外开垦官屯等地拨给失业人民， 在受补者即为世守之业

矣。 唯因地居隔属， 有挈眷自耕纳粮者， 有讨租完纳者， 亦有租内扣除代完者， 原不画一。”⑥
于成龙所说的 “挈眷自耕纳粮”， 即为上文所述第二种方式； 而 “讨租完纳” 和 “租内扣除代

完” 则是第三种方式的不同表现形式。
从直隶地区现存方志资料来看， 第二种方式远不及第三种方式普及， 其原因正如上述史料所

言， 在于受补州县与拨补州县卫所之间相隔较远， 受补业主一般不愿举家离乡背井， 迁往拨补地

居住自耕。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 则在于 “卫地典卖任民， 已成世业” 这一点。 作为拨补

地的卫所屯田， 虽然其耕种者可能早已不是最初获封军屯分地的祖军的后裔， 但由于被多次典卖

或转租， 这些屯田已被现有田主或耕种者视为 “世业”， 他们也不愿或无法离开这些土地。 为了

应对这一问题， 受补和拨补州县卫所大多采取了既承认军屯被典卖或长期佃种因而 “已成世业”
的现状， 又默认能解决业主受补取租需求的 “一地两养” 方式， 即 “被圈之民， 隔远耕种， 亦

有未便， 故又令现种卫地之家， 出租以与被圈之民， 所谓一地两养也”⑦。 因此， 我们可以将上

述拨补地经营的第三种方式统称为 “一地两养”， 这也是清代直隶拨补地亩最常见的经营方式。
以抚、 山二卫拨补滦州的屯地为例， “一地两养” 的具体做法是： “地仍系临民原产， 特滦

民按亩收租， 所收之租， 以十之三封粮完官， 十之七带回养家。 临民种地出租， 而不封粮； 滦民

食租封粮， 而不准夺地。” 这样， “在受补者得租原轻， 而在奉拨者亦未失业”。 为保证这一经营

方式的顺利施行， 地方官府规定 “受补者不得加租及重价转行典卖， 而奉拨者不得短少原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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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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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 《直隶保定府清苑县赋役全书》， 《明清赋役全书》 第 １ 编， 第 １４ 册， 第 ３９６—３９７ 页。 这类例子非常

多， 可以参见周藤吉之： 《清初に于ける畿輔の拨补地に就いて》， 《清代东アジア史研究》， 第 ３００—３０６
页。
《保定府为敬陈地方等事本》， 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 《清代 （未刊） 上谕、 奏疏、 公牍、 电文汇编》 第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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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地的题本合并命名为 《拨补蔚地详请老底》， 题名应当有误。
康熙 《怀柔县新志》 卷 ４ 《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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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 《顺天府昌平州密云县赋役全书》， 《明清赋役全书》 第 １ 编， 第 ４７ 册， 第 １５２—１５４ 页。
《保定府为敬陈地方等事本》， 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 《清代 （未刊） 上谕、 奏疏、 公牍、 电文汇编》 第 ５
册， 第 ２４５４ 页。
光绪 《临榆县志》 卷 １５ 《赋役编·田赋》。



任意掯勒”。 直到乾隆十四年， 永平府知府就 “一地两养” 的地租问题出示晓谕时， 仍称： “凡
有拨补地亩， 各遵成例交收原租。 或有受补之家不照原租典卖， 及典卖之主妄想加租者， 各治其

罪。 如有奉拨之家， 倚恃隔远， 抗租不交， 即呈官立拘， 责惩押完。 则奉拨、 受补各安其分， 而

词讼亦减一种矣。”①
概言之， “一地两养” 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旧佃户在拨补土地上耕作， 但不承担该地

亩的田赋， 而是向业主交租， 业主食租纳赋； 二是为减少争端， 官府要求佃户不能抗租掯欠， 同

时业主也不能增租夺地。 虽然官府为业主与佃户设计了理想的共处模式， 其用意在于减少词讼，
但 “一地两养” 方式在实际推行过程中， 却遇到了各种问题， 特别是当拨补地为卫所屯田时，
管业似乎尤其困难。 顺治十六年， 兵科右给事中袁懋德上疏奏陈卫所屯田拨补后， 受拨业主在获

取补偿中的种种困难， 因其常年生活于畿辅地区， 有着亲身体验， 所言也甚是切中肯綮：
我皇上因通州、 香河、 漷县等各州县圈占之后， 民不聊生， 故查腹内如德州、 兴济、 静

海等处， 关外如保安、 延庆、 永宁、 怀来等处， 凡裁革卫所及入官一应地土拨补， 使失业之

民， 得有恒产……但所拨之地， 远者七、 八百里， 近者亦三、 四百里， 彼处既无房屋以栖

身， 又无农具以资用， 势不得不仍归旧佃……查得拨补佃户， 非卫所之刁军， 即原佃之悍辈

也， 性成习惯， 事熟人顽， 百计留难， 乃其夙智。 况有积棍衙蠹交结把持， 将多作寡， 指稔

为荒， 刁掯横挠， 诚难枚举。 且路隔数百里， 往来之资斧维艰， 或多方借贷以往， 而逐户催

求， 沿门持钵， 奔波劳碌， 计所得之锱铢， 不足供飱于朝夕矣。 且闻有地主苦钱粮之无措，
畏债欠之难偿， 流落他方， 经年不得归者； 有赀粮已尽， 饥馑焦劳， 束手无策， 竟客死于道

路者； 有欺其伶仃孤弱， 而痛遭其毒打者； 有兴词构讼， 告诉经年， 而漂泊无归者； 种种苦

情， 郑图难绘。②
在袁懋德看来， 受补业主经营拨补地亩的困难有三：
一是受补业主居所与拨补之地距离遥远， 难以亲赴拨补之地居住、 耕种， 只能由原佃户继续

耕种， 业主讨租纳赋。 但由于路途遥远， 受补业主每年远赴他乡讨租， 长途跋涉且往返路费甚

巨， 艰辛异常；
二是拨补地的耕种者要么是卫所刁军， 要么是泼悍的原籍佃户， 因而 “事熟人顽”， 抗租掯

欠， 极难应付；
三是拨补佃户利用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 交结 “积棍衙蠹”， 在丈量、 申报拨补地土的多寡

和荒熟时， 上下其手， 弄虚作假。
因此， 受补业主既受累于应付本地的钱粮差役， 又无力催讨拨补地土之租， 无奈之下， 只能

连年兴讼， 种种苦情， 难于历数。 这类情形在清代直隶各受补州县极为常见， 如受拨德州正、 左

二卫屯地的武清县， 业主虽已赴卫勘验土地， 存有 “文卷册籍”， 但一到收租之时， “屯卫佃丁

又恃土著而欺流移， 抗租交控， 胶葛不休， 遂至有拨补之名， 无拨补之实”③； 又如良乡受补定

州卫屯地， “受补之民， 虽有拨补之地， 而承种之佃户， 因受补人等俱在异乡， 刁掯多端， 劣衿

地棍或私为典当， 或通同霸占”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康熙年间， 直隶各州县陆续制定了 “代征移解” 之法⑤， 又有 “就租

扣粮”⑥、 “官征官解”⑦ 等法， 即由拨补州县卫所的地方官代为收租， 再移交给受补州县的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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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 《临榆县志》 卷 １５ 《赋役编·田赋》。
袁懋德： 《请严逋抗以除民累疏》， 《续修四库全书》 第 ４７３ 册， 第 １３３—１３４ 页。
乾隆 《武清县志》 卷 ２ 《拨补》。
光绪 《良乡县志》 卷 ３ 《赋役志·田赋》。
康熙 《怀柔县新志》 卷 ４ 《赋役》。
乾隆 《无极县志》 卷 ４ 《田赋》。
光绪 《畿辅通志》 卷 １９１ 《宦绩九·柯愿》。



或业主； 或者拨补地亩的应纳钱粮， 亦由拨补州县从代征的租银中扣留， 径行起解， 剩余租银再

移交受补州县， 分发各业主收领。 但是问题仍然无法得到彻底解决， 究其原因， 则在于 “受补

各地佃户掯租， 经征之有司， 因租系给民之项， 无关考成， 偏护己民， 不为追比， 徒有补地之虚

名， 全无得租之实惠”， 于是， 康熙三十年， 直隶巡抚郭世隆题请 “将代征各官照催征钱粮之

例， 量从轻减， 另定一例， 以为考成”， 即将代征租银也计入拨补州县地方官员的考成中。① 乾

隆三年以后， 直隶各受补州县拨补地的应纳钱粮， 则一律依据寄庄寄粮的新规， 即 “寄庄寄粮

民屯田地， 应征粮米等项， 自丙辰年 （即乾隆元年） 为始悉更正， 就近征粮， 按额报解”②， 改

归拨补州县一体征解。③
但是， 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并未彻底解决佃户抗租的问题， 据学者研究， 直至晚清， 直隶各地

因拨补地亩而发生的佃户抗租事件仍在不断发生， 积案如山。④ 甚至， 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有的受补州县在实行 “代征移解” 之前， 许多无力讨取租银的业主， 将受补土地委托本地大户，
由大户包揽收租纳赋， 而实行官征官解之后， 众地户又纷纷反悔， 希望取回各自的收租权， 因此

产生了新的诉讼纠纷。 如康熙 《怀柔县新志》 记载：
先是， 未定代征之先， 众地户零星受补者， 艰于取租， 苦于赔赋， 因归并于一二稍有力

之家， 令其总揽收租完赋。 自官征以来， 租无逋欠， 完课之外， 得有余利， 于是向之拱手让

人者， 复兴词争讼， 连年不休。 余审讯之下， 见有向年各地户情愿归并印照， 实难翻案。 但

其初原系该里各户公产， 因令总揽收租者， 每年于余租内量给该里众户银十两， 以为差徭公

费， 庶几情理之平。 业已允服遵断， 既又反复， 至今尚未息讼云。⑤
从上述讨论可知， 拨补地的 “一地两养” 方式， 造成了直隶地区土地所有权结构与经营模

式的变化。 同时， 由于受补业主与拨补地亩所在地的空间隔离， 也产生了清代直隶地区围绕业主

与佃户的拨补地租问题形成的大规模的跨县域的经济联系。 而为了解决拨补地租的收取、 拨补地

亩田赋的征解等难题， 直隶各州县从康熙年间开始陆续施行的一系列以官征官解为核心内容的改

革措施， 又催生了一套以地租代征事务为主的新的州县财政体制。 这套体制一直到晚清民国时期

仍然在持续发挥作用， 并产生了一种新的基层社会组织———租社。 如获鹿、 藁城、 真定等地拨补

徐水县的地亩， 由于拨补地租由拨补州县代征， 再移交徐水县分发业主， 因而形成了徐水租社，
即 “当初租银解到时， 由县署当堂按户分给， 后恐日久弊生， 改由绅士经理具领转发， 不经胥

吏之手， 此徐水租社之所由立也”⑥。 对于州县代征地租的财政体制的具体运转情况， 以及由此

形成的租社等基层社会组织的构成、 运作等相关内容， 限于本文的篇幅与主题， 笔者已另撰他文

加以讨论。

四、 从 “卫勋” 到 “旗势”

除了 “一地两养” 方式引发的土地制度与州县财政体制的变化外， 清初直隶地区拨补卫所

屯田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应对之策、 处理结果， 还体现出另一种更深层次的社会变革过程， 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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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 《良乡县志》 卷 ３ 《赋役志·田赋》。
《皇朝文献通考》 卷 ３ 《田赋考三·田赋之制》。
有关清初至清中叶拨补地的赋税征收政策， 周藤吉之有详细的讨论， 可参见 《清初に于ける畿輔の拨补地

に就いて》， 《清代东アジア史研究》， 第 ２９８—３０８ 页。
李华： 《清初的圈地运动及旗地生产关系的转化》， 《文史》 第 ８ 辑， 第 ９２ 页。
康熙 《怀柔县新志》 卷 ４ 《赋役》。
《直隶保定道属旗地圈租清理处训令第 １９７ 号》， 河北省档案馆藏北洋政府政务档案， 档案号： ６５６ － ２ －
９７０， 转引自王立群： 《民国时期清理河北旗地过程中拨补租地初探》，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

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方社会权力结构与人群组织方式的变化。
让我们再回到抚、 山二卫与滦州的争地纠纷， 按照原、 被两造的供词， 两卫掌印官郭之俊、

杨汝成和 “明朝卫勋” 林苍育是推动这场夺地之争的主导力量。① 而滦州方面， 则是倚仗旗势的

投充民人， 即所谓的 “滦州神奸” 等人， 成为对抗方的主要代表人物， 并最终成功实现了案件

审断结果的扭转。 换言之， 双方各自倚靠了源于明代卫所和清代八旗的两股势力， 这分别代表着

明清两朝直隶地区对地方社会极具影响力的两种力量， 而案件的最终走向也与新旧两种力量消长

和更迭的趋势暗合。
滦州地处山海关以西， 明代其境周围遍布卫所， 境内安插有邻近各卫的军人， 军民长期杂

处， 地方官受困于卫所 “豪军” 之难于管治， 亦是由来已久。 弘治元年， 滦州知州潘龄就曾上

奏， 称 “本州东接山海关， 南抵海口， 西通京师大路， 北近刘家等营。 具安插永 （丰） ［平］、
卢龙、 东胜左、 开平中屯、 忠义中等卫， 与民杂处。 有等强军欺害良民、 动辄持枪执刀， 莫敢相

较。 及至事发， 却又脱避。 差人拘审， 结党抗拒。 又有本州民人， 或因拖欠粮草， 或犯轻重罪

名， 一遇勾摄， 逃入军屯， 被其隐护”， 因此上奏刑部， 请求照浙江严州府同知张升所奏行事例

一体办理， 即 “凡军、 旗、 舍、 余有犯， 径自拘拿发落”， 将辖境内卫所军户的缉拿审讯权收归

滦州知州。 但刑部认为 “揆之律例， 俱有违碍”， 仍 “行各边军卫有司衙门： 今后凡遇军民词讼

相干涉者， 仍要会问”， 即坚持涉及军民的词讼纠纷， 仍令州卫有司依律约问， 共同审理。②
明代直隶地区虽为京畿， 但盗贼却极为猖獗， 社会治安状况并不理想。 如成化二十年， 保定

巡抚就曾奏称： “河间、 保定等府地方， 军地杂处， 盗贼易生， 比之他处， 其实众多。”③ 所以，
滦州知州遇见的情况绝非个例。 据 Ｄａｖｉｄ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的分析， 造成京畿盗乱频发的主要原因是区域

内大量人口的频繁流动、 宦官势力、 安置于此的蒙古军人后裔的尚武传统， 以及密集的皇庄、 卫

所导致的管辖不力等， 而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 是京畿地区因军民杂处带来的行政和司法管理上

的困难。 他用大量的实例证明， 那些在京畿地区活跃的盗贼， 很多都是卫所的军户， 或者是一些

避入军中的奸佞之徒， 他们逃避差役， 精于骑射， 结成团伙以抢劫为生， 而一旦官府要缉拿他

们， 卫所武官以及武官所倚靠的官府势力便构成一张张巨大的庇护网络， 这种私人庇护关系的发

展使得国家弭盗的措施难以执行， 所以卫所制度带来的地方管理体制上的痼疾在某种程度上也就

成为了京畿地区盗贼之祸的结构性因素。④ 近几年来，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ｚｏｎｙｉ 借用 “制度套利” 和 “日
常政治” 等概念和理论， 倡导以 “新制度史” 的角度重新解读明代卫所军户制度， 他用军户族

谱、 碑刻中的若干明清军户个案， 以向国家 “套利” 作为比喻， 将明代卫所军户制度视为一种

民众自下而上获取利益的策略。⑤ 上引滦州知州所说的 “强军欺害良民” 和本州民人 “一遇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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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逃入军屯， 被其隐护” 等情况， 都可以借用 Ｄａｖｉｄ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和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ｚｏｎｙｉ 的上述观点加

以理解。
在清初抚、 山两卫与滦州的争地纠纷中， 阖卫粮头捱户计粮收取诉讼期间的使用银两， 委托

现任及前任掌印卫官连年兴讼甚至多次告御状， 可见卫所体制下形成的私人庇护关系和政治活动

能力依然发挥着作用。 而滦州方面， 由于土地被旗人圈占， 以及滦州民户的带地投充， 使得旗人

势力介入， 借助这种来自新朝的强势力量， 最终在土地诉讼纠纷中获胜。 从其后滦州各类田土纠

纷来看， 倚靠旗势已经成为滦州民人经常使用的方法。 如光绪 《临榆县志》 的作者就曾称滦州

受补山、 抚两卫屯田后， “滦民往往自称旗地， 构讼夺地， 案件频仍， 县主皆照一地两养断

结”①； 嘉庆年间， 滦州民人贾永安赴户部呈称： 其住处近滦河， “前有淤出地七顷余亩， 向系身

等种植资生。 突有同族贾珂， 勾通内务府镶黄旗人徐双宁， 又有旗人张志等， 冒认此地为伊等祖

上遗漏之产， 徐双宁勒令身等交租”②； 亦有滦州民人借旗分影射购买旗地之例， “讯据王汝梅

供， 小的老子王新在日， 曾于乾隆二十五年借正白旗达连太旗分， 用价银七百六十两置典年柱旗

地九顷五十亩、 草房十七间、 瓦房一间。 到了四十年上， 达连太的孙子圣保恐怕有事， 不肯借给

旗分， 叫小的父亲另转别的旗分影射， 遂又借到正蓝旗皂保名下”③。
可见， 到清中后期， 滦州民人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 “旗势” 谋取私利或者解决生活中的实

际困难， 而这多与清初的投充相关。 就畿辅地区而言， 早在清军入关之初就有部分汉人投充到旗

人门下， 随着三次圈地运动， 最终形成了顺治年间的投充浪潮， 所谓 “汉人不论贫富， 相率投

充”④。 在投充的汉人中， 一部分是无地贫民， 投入旗下后能够按照人头分得一绳旗地， 他们只

能为主人耕种旗地； 还有许多则是带地投充者， 他们除了自己的土地外， 还时常将他人土地并在

自己名下投入旗下， 这些人往往成为八旗庄园的庄头。 研究者往往将这些庄头视为 “夺人之田，
攘人之稼” 的地方大户或奸猾无赖， 但是从史料来看， 众地户将自己名下小块土地投献到某大

户或庄头名下、 作为 “稍银地” 共同投旗或以合族公产的形式投旗的现象都存在， 如以下几例：
今指宝坻县民人王殿飏赴部呈称， 小的祖上有坐落本庄民地四顷， 因顺治二年准其民人

带地投充， 小的之祖意欲投旗， 因地亩甚少， 有投充庄头王朝义曾祖王公佩与小的家系亲

戚， 伊祖有民地百□□， 急上内务府投旗报档。 顺治三年， 小的之祖与伊商量投旗之事， 伊

祖拦阻不必自投， 与你代封， 每年代封银三十六两， 此地名目稍银地。⑤
自庄头王承惠于顺治二年投旗， 得投充庄头， 奴才祖上开荒之地并未占圈， 又不敢种无

粮白地， 所以投入王姓名下， 历年交稍纳钱粮， 每亩交清钱二百文， 名为代封钱粮。⑥
据内务府正白旗蜜户头目李二格赴部呈称， 窃身高祖李国卿于顺治三年间， 同合族四十

六家将坐落乐亭县走马府等处共地九顷十二亩五分， 投在内务府充当蜜户， 有本府给发印照

一张可凭， 地亩仍系李姓各户承种， 每年按亩出租， 共交差银七两九钱二分， 交与身高祖头

目李国卿汇总， 赴府交纳， 由来已久。⑦
从上引材料所揭史实可知， 汉人投充者， 既有贫困无着或担心土地被旗人圈占或被已投之人

欺凌霸地而被迫为之， 也有出于各种原因而自愿投充， 其理由和形式相当多元。 虽然学者也注意

到清初汉人投充途径和目的的复杂性， 但仍将投充视为 “八旗官员霸占土地和获得人口的重要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光绪 《临榆县志》 卷 １５ 《赋役编·田赋》。
《内务府会计司呈稿》， 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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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府管理三旗银两庄头处呈稿》， 嘉庆十五年二月十一日， 《清代的旗地》 中册， 第 １０７４ 页。



手段， 是另一种占有旗地和解决庄园劳动力的方式”①， 将清初的投充与清中叶以后常见的民佃

旗地及抗租事件放置在民族压迫与反抗的模式下进行解释。 但是， 如果我们能够更多地站在百姓

日常生活的视角和立场， 可能会对清初汉人投充的复杂性有新的理解。
正如上引 Ｄａｖｉｄ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和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ｚｏｎｙｉ 的观点， 清初直隶地区部分民人的投充与倚靠旗

势， 同样可以被视为地方社会私人庇护关系网络的构建以及运用此关系网络而 “套利” 的过程。
康熙二十二年， 直隶巡抚格尔古德在上疏中称： “自鬻投旗之人， 或有作奸犯科， 冀逃法网者；
或有游手好闲， 规避差徭者。 本主听其仍居本籍， 放债牟利， 则讳旗而称民； 遇官长访闻窝逃构

讼等事， 又舍民而称旗， 抗避不出； 甚或招摇乡里， 鱼肉小民。”② 乾隆年间的直隶总督孙嘉淦

则讲得更加清楚：
直隶地方， 旗民杂处， 庄头壮丁， 多系带地投充之人。 当日投充之时， 一家只报一名，

则其余兄弟叔侄， 尚系民籍， 而皆朦胧影射， 不纳丁徭。 数传而后， 子孙繁衍， 支派难稽，
是以有不旗不民之人。 隐避差役， 窝留奸匪， 吏治不清， 多由于此。③
格尔古德和孙嘉淦都注意到， 由于清初的投充， 产生了大量游走在旗、 民两种户籍身份之间

的 “不旗不民” 之人， 他们或者是亲身投旗之人， 或者是庄头、 壮丁的户下人丁。 在日常生活

中， 他们为了寻求利益的最大化， 策略性地选择自己的身份是 “旗” 还是 “民”。 他们投旗或借

用旗势， 更多地是为了寻求一种庇护关系， 从而成功地躲避差徭， 或在犯事时逃过官府的缉捕，
这些人与滦州知州口中那些 “因拖欠粮草， 或犯轻重罪名， 一遇勾摄， 逃入军屯， 被其隐护”
的州民是多么相似。 所以， 虽与 Ｄａｖｉｄ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所论之 “京畿盗贼” 借助的制度资源及其王朝背

景不同， 但从百姓日常生计， 或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ｚｏｎｙｉ 所倡言的 “日常政治” 角度而言， 清代以后诸如

借助旗势牟利的滦州人和直隶各地的 “不旗不民” 之人， 与明代导致京畿地区成为盗贼渊薮的

卫所武官、 军户及避入卫所体制内的民户相比， 二者的生存策略和生活逻辑却是惊人的相似并一

以贯之。

五、 结论

清朝建立之初， 就着力于清理和整顿早已残破不堪的卫所军制和屯田， 但改革的方式、 路径

和结果呈现出很大的区域性差异。 在直隶地区， 这一过程是以顺治年间的旗地圈占和拨补作为起

点和契机的， 为了补偿被圈占的 “有主民地”， 清廷将明代分布在直隶地区的大量卫所的 “无主

屯地” 拨补给被圈州县。 这些名义上是官田的卫所屯田， 由于明中叶以来长期的转佃、 典卖，
其性质、 产权形态和经营方式与明初相比， 早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除了确实存在一部分抛荒之

地外， 对于大多数拨补地， 清政府都必须处理拨补卫所屯田时州县与卫所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
并协调受补业主与包括屯军在内的原田主或原佃户之间围绕土地的所有权、 经营权发生的关系。
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 产生了 “一地两养” 的经营方式， 促使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新的分

离 （这些屯田在明代已经产生了产权的分离）， 而租额与征纳钱粮的分离、 拨补州县的代征也意

味着明代卫所屯田以 “飞地” 形式存在于其他州县境内的情形仍在延续。 但由于土地纠纷频仍，
导致地方政府不断调整并通过 “退回”、 “改买” 等形式， 最终实现了明代屯田的 “私有化” 和

“民田化” 过程。 同时， 围绕拨补地租和田赋的征收， 直隶地区还形成了一套延续至民国时期的

州县财政体制， 并催生了新的地方基层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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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令志： 《论清初畿辅的投充旗地》， 《河北学刊》 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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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土地制度和财政体制的变化， 清代京畿地区的地方社会权力结构和人群组织方式也在发

生改变， 其核心可以概括为从 “军—民” 二元体制到 “旗—民” 二元体制。 在地方官的表述中，
我们很容易看出， 导致京畿地区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的主因经历了从 “军民杂处” 到 “旗民杂处”
的转变， 经济生态也由 “军民争产” 变为 “旗民交产”， 同样是屡屡构讼， 纠葛不清。 如何看待

这样一种变化？ 不管是国内学者对清初弊政的研究， 还是国外的新清史学者， 应该都会习惯于从

民族政策或者 “满洲” 特性角度进行思考。 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普通百姓应付日常生活需要的角

度来看， 建基于明代卫所制度和清代八旗制度的两种不同的户籍身份和管理制度， 在某种程度

上， 或者对某些群体而言， 都不过是在为百姓的日常生活提供可供利用的制度资源。 那些 “不
旗不民” 之人将清初圈地、 投充过程中的 “民族” 意涵大大淡化， 而从 “军—民” 二元体制到

“旗—民” 二元体制的 “变” 也就可以被消解在百姓如何与国家制度共赢的 “不变” 之生活逻

辑中，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可能就变成了人们如何经历了两种制度变革的过渡期， 以及如何学习运

用新的制度解决生活中出现的老问题或新问题。
概言之， 清代直隶地区在旗地圈补过程中， 以明代卫所屯田作为拨补地主要来源的做法， 既

推动了京畿卫所的裁改过程， 又对清代直隶地区的土地制度、 州县财政体制、 基层社会组织、 社

会权力结构、 人群组织方式等， 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众所周知， 明代州县与卫所的二元管

理体制在清朝经过一百余年的调整， 完成了合二为一的过程， 但就直隶地区而言， 这套二元管理

体制下的民户与军户、 民田与屯田的区分在被逐渐消解的过程中， 民人与旗人、 民地与旗地的二

元体制又在逐步形成。 这两个过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二者之间也有着复杂的关联性。 因此， 清

朝八旗体制形成及演变的历史， 也可以被纳入明清卫所制度的框架内， 并置于具体的地域空间，
从民众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 才能更好地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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